
　
第 47 卷　 第 3 期

2026 年 3 月
　 　 　 　 　 　 　

经
 

济
 

与
 

管
 

理
 

研
 

究

Research
 

on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Vol. 47　 No. 3

Mar. 2026

DOI:10. 13502 / j. cnki. issn1000-7636. 2026. 03. 007

绿色工厂认证与企业供应链绿色协同

赵春明　 李晓凡　 刘　 烨　 钟晓欢

收稿日期:2025-08-26;修回日期:2026-02-0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数实融合赋能企业跨国供应链安全的机制、效应与政策研究”(25CJL055)

作者简介:赵春明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875;

李晓凡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刘　 烨　 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天津,300222;

钟晓欢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通信作者。

① 核心是指相对于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的中心位置。

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的评审意见。

　 　 摘要:发挥供应链绿色协同治理效应,是如期、高效实现“双碳”目标的必然要求。 本文以 2009—2023 年沪深

A 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绿色工厂认证与企业供应链绿色协同之间的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核心企业完

成绿色工厂认证后提升了上下游企业的环境绩效,即绿色工厂认证具有供应链绿色协同效应。 机制分析结果表

明,核心企业绿色工厂认证通过增强核心企业的供应链话语权、促进绿色技术溢出,推动上下游企业的绿色协同。

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核心企业绿色工厂认证的供应链绿色协同效应对高管具有环保背景、重污染行业、强供应链

依赖度的上下游企业作用更明显。 本文的研究为政府优化绿色认证政策设计和国家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提供一定

经验参考。

　 　 关键词:绿色工厂　 政府认证　 供应链绿色协同　 环境绩效　 利益相关者

　 　 中图分类号:F272. 5;F2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36(2026)03-0099-16

　 　 一、问题提出

2025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坚持‘双碳’引领,推动全面绿色转型”。 这一重点任务的完成,

有赖于对经济系统中重要排放源的有效管理。 然而,排放主体广泛存在于供应链的各个环节,传统刚性的

环境规制手段难以对供应链全域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因此,有效的环境治理关键在于发挥多元治理主体间

的协同作用[1] 。 绿色工厂建设是中国加快实施绿色制造工程、积极构建绿色制造体系的核心载体。 相较于

其他的环境规制手段,绿色工厂认证主要通过提供差别化的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来激励企业进行绿色转型

升级,推动可持续发展[2] 。 此外,绿色工厂认证可以帮助企业获得更多的政府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支持。

核心企业①作为供应链体系的中心,在获得绿色工厂认证后受制于行业竞争和环保基线的压力,会对上下游

企业提出更高的绿色要求。 这种政策导向的调整会激励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主体采取策略性行动,促进供应

链上的环保技术共享与责任共担,提升供应链的环境治理效能,进而带动供应链整体向绿色可持续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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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为贯彻落实《中国制造 2025》,组织实施好绿色制造工程,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

部、财政部等部委编制了《绿色制造工程实施指南(2016-2020 年)》,该指南强调通过绿色评价和示范试点

促进传统制造企业的绿色转型。 在此基础上,工业和信息化部于 2016 年 9 月发布了《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

厅关于开展绿色制造体系建设的通知》 (工信厅节函〔2016〕586 号),明确界定了绿色工厂认证的程序与要

求,并于 2017 年 3 月开始了首批认证工作。 截至 2023 年底,已完成八批绿色工厂认证工作,共有 5
 

095 家企

业获得绿色工厂认证。 通过梳理可知,在地理分布上,浙江、广东和山东三省的绿色工厂数量均超过了 300

家;从行业分类看,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以及化学纤维制造业的绿

色工厂企业数量居于前三。

绿色工厂建设是绿色制造体系的核心载体,旨在实现全产业链、全生命周期的绿色发展。 企业自愿向

政府提交申请,通过第三方机构、省级主管部门及工业和信息化部评审后即可获得国家级认证。 获得认证

的企业可享受政府或银行更多资金支持,以及行政审批优先等政策,同时需披露先进的绿色治理经验。 现

有研究已充分挖掘出该政策对获得认证企业的影响效应[3-5] 。 然而,政府构建绿色工厂的核心目标在于通

过试点政策的示范效应,激励未参与认证的企业减排并提升绿色治理水平,目前鲜有研究探讨未参与认证

企业的非约束性影响①。 因此,核心企业绿色工厂认证能否促进供应链绿色协同? 上下游企业如何对核心

企业绿色工厂认证做出反馈? 基于这一背景,本文手动收集并整理匹配国家公布的八批绿色工厂的企业认

证信息,构建基于企业层面的绿色工厂认证的外生冲击,精准识别核心企业的上下游供应链,检验核心企业

绿色工厂认证与供应链绿色协同之间的关系及其内在作用机制。

本文可能存在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三点。 第一,从以往关注企业被动适应外部规制的视角,转向深

入分析不同企业主体基于自身利益动机所采取的协同行为,拓展了供应链环境治理研究。 通过引入利益相

关者理论,本文揭示了上下游企业为获取经营合规性优势与政策合作红利,而主动响应核心企业绿色认证

要求的内在逻辑,为理解供应链绿色协同中的企业行为提供了新思路。 第二,突破了规制-被规制企业的二

维框架,聚焦于未被规制企业所受的非约束性影响,丰富了自愿性环境规制政策效果的研究。
 

通过聚焦绿色

工厂认证的政策示范效应,本文系统评估了核心企业获得认证后对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企业环境绩效的传导

效应,为理解政府试点政策在非直接规制对象上产生的扩散效应提供了重要经验证据。 第三,将绿色工厂

认证的政策后果研究延伸至供应链层面,拓展了政府绿色激励政策经济后果的研究框架。 通过识别核心企

业绿色工厂认证增强供应链话语权与促进绿色技术溢出的作用机制,本文为推动企业绿色转型提供了理论

依据和政策启示。

　 　 二、文献综述

与本文密切相关的文献主要有三方面的研究。 第一支文献聚焦于自愿性环境规制政策的影响。 由于

严格环境规制的制度缺陷,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开始采取自愿性环境规制政策[6] 。 自愿性环境

规制通过鼓励企业自主参与,利用市场声誉机制引导企业绿色转型[3] 。 自愿性环境规制的发起方通常包括

政府、行业协会及国际组织等,其政策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发起主体公信力与约束力的影响[7-8] 。 例如,

001

① 由于自愿性环境规制对未获得认证企业不具有普遍约束力,本文将这种影响称为非约束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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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早期推出的“33 / 50 项目”,维多维奇和卡纳(Vidovic
 

&
 

Khanna)认为,该项目虽然

吸引了高污染企业参与,但并未实现有效的碳减排效果[9] 。 此外,墨西哥清洁工业认证( Norma
 

Oficial
 

Mexicana)、美国“能源之星”计划(Energy
 

Star)、英国的气候变化协议(Climate
 

Change
 

Agreements)等项目则

被证实能提升环境绩效[10-11] 。 在非政府组织发起方面,应用最广泛的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能促进企

业减排,提高资源效率,并带动绿色供应链发展[12-13] 。 然而,由行业协会发起的环境规制项目,例如美国化

学制造商协会的“负责任关怀计划”,则因约束力不足而难以发挥环保效用[14] 。 布莱克曼(Blackman)认为,
由于制度环境与监管能力的差异,发达国家的自愿性环境规制政策可能并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15] 。

在中国,早期关于自愿性环境规制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国际通行的ISO14001认证能否提升企业的环境

绩效[16] 。 自 1978 年以来,中国政府制定了总体环境目标,并自 2005 年起将减少污染与地方官员的晋升

前景挂钩,以确保各级地方政府实现环境目标。 首个典型的国家级自愿性环境规制政策———绿色工厂认

证于 2016 年启动,首批认证企业名单于 2017 年发布。 已有研究充分分析了其对认证企业的政策影响效

应。 第一,在经济绩效层面,绿色工厂认证向市场传递了积极的合规信号与良好的长期发展前景,有助于

降低债务融资成本[17] ,并在短期内有效提升企业股价[18] 。 但绿色工厂认证也可能导致企业内部利益再

调整,如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挤出效应[19] 。 第二,在环境绩效层面,绿色工厂认证不仅有效驱动了绿色

技术创新,而且实现了污染物排放水平的降低[2-3] 。 第三,在企业行为层面,绿色工厂认证的规范性要求

不仅促使企业提升环境信息披露质量[4] ,也会激励企业开展更高水平的对外直接投资[5,20] 。
与本文相关的第二支文献是关于供应链溢出的研究。 供应链溢出是指在供应链系统中,任一节点的企

业行为或外部冲击沿着供应链关联关系进行传导,最终对系统中其他企业的决策、绩效或创新活动所产生

的外部性影响。 现有研究主要从“溢出方向”与“溢出内容及驱动因素”两个维度展开分析。 一方面,在溢出

方向维度,既有文献发现了明显的前向溢出(如客户对供应商的影响):杨金玉等发现客户企业的专精特新

资质认定能提升供应商企业的知识搜寻水平[21] ;严兵等[22] 和朱赛林等[23] 分别证实了客户企业的环境、社
会与治理(ESG)优势可以激励核心企业开展绿色创新,并对供应商经营风险产生抑制作用。 同时,还有研究

识别了后向溢出(如供应商对客户的影响)及其非对称性,如刘娟和杨淑珺指出上下游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对核心企业创新分别产生促进与抑制作用[24] 。 另一方面,在溢出内容及驱动因素维度,现有文献主要聚焦

于绿色创新、政府需求以及税收政策等因素在供应链中的传导机制。 例如,蔡庆丰等研究发现,核心企业绿

色创新会促进供应商绿色发明专利增加,即对供应商具有绿色创新溢出效应[25] 。 李宏兵等认为,政府对关

键数字技术的采购提升了供应链关联主体的创新能力[26] 。 蔡宏波等研究发现,减税激励通过供应链传导至

关联企业,并明显作用于其数字化转型进程[27] 。

与本文相关的第三支文献主要基于外生冲击视角研究企业的供应链传导关系。 卡瓦略等(Carvalho
 

et
 

al. )

发现,2011 年日本大地震的破坏力沿着供应链传导至上下游企业,最终造成日本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下降

0. 47%[28] 。 郝大鹏等研究发现,供应商企业所在城市通过设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产生后向溢出效应,表

现为客户企业污染排放减少约 4. 4%[29] 。 潘娴和于立宏认为,碳排放权交易政策能够对企业上游供应商产生

碳减排溢出效应[30] 。 总体而言,已有研究为理解外生冲击驱动企业供应链传导提供了重要基础,但目前仍存

在不足之处:首先,现有关于供应链传导关系的文献,其内在逻辑更多侧重于企业主体的被动适应与连带影

响[22,26] ,而对不同企业主体基于自身的利益动机进行策略性协同的研究仍较少;其次,已有研究主要关注环境

规制对被规制企业的影响,忽略了潜在的政策示范效应,对未被规制企业的非约束性影响有待进一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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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已有研究大多聚焦于绿色工厂试点对认证企业的政策影响效应[4] ,鲜有文献将研究视角扩展至供应

链层面,忽视了该政策潜在的供应链绿色协同效应。 在“双碳”目标的持续推进下,绿色转型升级压力不仅

作用于单个企业,还能传导至供应链上的其他企业[16] 。 有鉴于此,本文旨在研究核心企业的绿色工厂认证

对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企业环境绩效的绿色协同效应,进一步丰富自愿性环境规制的经济后果研究。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核心企业绿色工厂认证与上下游企业环境绩效

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企业的持续发展需要全面评估并妥善协调包括股东、员工、消费者、合作伙伴及

自然环境在内的各方利益[31] 。 企业在制定商业策略和管理措施时,需要充分考虑和协调来自不同利益相关

者的需求,进而实现整体利益最大化。 绿色工厂认证作为构建绿色制造体系的关键环节,不仅有助于提升

企业在绿色发展和负责任经营方面的形象,还能提高企业的行业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4] ,使得获得绿色工

厂认证的核心企业通过传递积极的收益信号激励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共同推进绿色协同。 上下游企业的潜

在收益包含两个部分。 一部分是经营合规性。 在当前社会对环保日益重视的背景下,良好的环境绩效已成

为企业获得合规性的重要因素[2] ,而与获得绿色工厂认证的核心企业合作有助于上下游企业提升环境绩

效、增强经营合规性并建立市场优势。 另一部分是政策优惠。 绿色工厂认证能够为企业带来诸如政府补

贴、信贷资源、税收优惠等多方面的政策支持[5] ,而与获得绿色工厂认证的核心企业合作能够增加上下游企

业未来获得政府认证和政策优惠的机会。

面对潜在的合作收益,上下游企业表现出较强的合作意愿,倾向于积极响应核心企业的激励与引导,主

动参与并共同推进供应链的绿色协同进程。 供应链上其他上下游合作企业出于对长期合作稳定性、市场竞

争力以及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考量,倾向于主动践行环保责任,持续提升自身的绿色管理水平。 这种主动性

不仅源于对合规风险和政策红利的现实权衡,也体现了企业在绿色转型趋势下抢占先机、塑造差异化优势

的内在动力。 通过积极提升其环境绩效水平,上下游企业不仅能够增强与核心企业的合作关系、获取更多

业务机会,还能借助绿色声誉拓展新的市场空间,提升资源获取能力,进而有助于在更高层次上优化供应链

管理模式,推动供应链向更加绿色的方向转型,最终实现各利益相关主体之间的协同共赢。

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1: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核心企业获得绿色工厂认证能够改善其上下游企业环

境绩效,即绿色工厂认证具有供应链绿色协同效应。

　 　 (二)供应链话语权的机制分析

核心企业凭借产品加工转换、价值增值和市场连接的能力,在供应链体系中扮演着协调者和整合者的

角色,在保障供应链整体稳定运行和实现供应链利润最大化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而获得绿色工厂认证有

助于进一步提高核心企业在供应链中的话语权地位。 一方面,在被认定为行业绿色标杆之后,核心企业需

定期进行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4] 。 在这一过程中,核心企业能够通过高标准的环保实践与社会责任履行向

外界和供应链伙伴展示其合法合规的经营形象,有利于提高其在供应链中的话语权,增强其在绿色发展、市

场准入、产品设计等领域的权威性和引导力[32] 。 另一方面,绿色工厂认证作为一种选择性产业政策,彰显了

政府赋予的公信力与权威性,使得核心企业在供应链合作中享受差别化待遇。 无论是显性的政策补贴和扶

持措施,还是隐性的政企关系改善[18] ,都有利于提升核心企业在供应链中的话语权,使其在制定环保标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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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准入门槛时具有更大的影响力。

随着供应链话语权的提升,核心企业会基于自身发展目标和风险防控需求,动态筛选和调整与上下游企业

的合作关系,从而对供应链各主体的生产活动与战略选择产生影响。 具体而言,在标准约束层面,通过构建覆

盖原材料采购、生产工艺到物流运输的全生命周期绿色准入标准体系,核心企业以动态分级管理倒逼上下游企

业淘汰落后产能、优化现有产能。 在技术溢出层面,核心企业依托工业互联网平台与区块链技术将清洁生产工

艺模块化嵌入生产流程,能够实现碳排放数据的全过程监管与跨环节协同治理。 在激励机制层面,核心企业通

过设立绿色转型基金和跨企业研发联盟,有助于培育利益共享与风险共担的绿色创新生态。 由此可见,获得绿

色工厂认证能够强化核心企业在供应链中的话语权,进而加速推进供应链绿色协同的发展。

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2:核心企业绿色工厂认证通过增强核心企业的供应链话语权,推动供应链上下游

企业的绿色协同。

　 　 (三)绿色技术溢出的机制分析

绿色工厂认证作为一种典型的选择性产业政策,其核心在于通过一套包含严格环保标准与动态除名机制

的认证准则,对获得认证的核心企业形成一定程度的刚性约束[20] 。 为满足持续合规性的认证要求,并有效规

避因不达标而被移出名录所带来的声誉损失与商业风险,核心企业具备技术改进的内在动力。 核心企业通过

系统性地提升能源效率和优化能源使用结构,并主动投资于先进、适用的清洁生产技术和环保设备,不仅直接

推动了企业在生产环节的节能降耗、源头污染预防以及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33] ,而且促使企业在绿色技术创

新、管理体系优化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从而相对于供应链合作企业,形成了较大的技术差距,为知识、

技术和最佳实践从高技术企业向低技术企业流动提供了可能,构成了绿色技术沿供应链网络溢出的内在基础

与根本动力。 此外,绿色工厂认证制度明确要求获得认证的企业,必须定期在工业和信息化部官方网站、绿色

制造公共服务平台等权威渠道,公开披露其在绿色设计、工艺改进、节能减排等方面的先进实践案例与量化成

果,并随时准备接受监管部门的质询与审查。 这一强制性信息公开机制,降低了绿色技术在供应链内的搜寻成

本与传播壁垒,将潜在的、自发性的技术溢出转化为一种规范的、制度化的、可持续的知识扩散公开渠道。 因

此,核心企业绿色工厂认证通过制度约束与信息公开,创造了绿色技术溢出的有利条件。

绿色技术溢出作为一种正外部性,能够降低上下游企业绿色转型的不确定性,推动供应链的绿色协同。

具体而言,核心企业公开的环保实践经验为链上合作企业提供了可借鉴的技术路径与清晰的投入产出预

期,促使供应链合作企业在规划自身的环保投入时,减少在技术选型、工艺路径探索上的盲目性,规避不必

要的试错成本与投资风险[32] 。 这种知识外溢与示范效应不仅增强了上下游企业开展绿色创新的信心与能

力,激励其主动接入核心企业的管理体系,逐步实现技术、标准与管理的协同整合,更由此形成了一种相较

于单纯商业契约约束更具韧性和可持续性的协同模式,使得供应链成员在追求个体经济利益的同时,能够

充分意识到绿色化是实现长期共赢的战略选择,而非被动履行的合规负担。 在这一过程中,绿色技术溢出

不仅能直接提升链上企业的环境绩效,更能激发整条供应链对高效、清洁生产模式的系统追求,从而强化绿

色协同的持续动力。 正如严兵等所指出的,技术溢出通过高效的知识传播与经验共享,能够切实增强供应

链整体及其每个成员的绿色竞争力[22] 。

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3:核心企业绿色工厂认证通过促进绿色技术溢出,推动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的

绿色协同。

301



经济与管理研究(2026 年第 3 期) Research
 

on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o. 3, 2026)

　 　 四、实证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上市公司作为供应链网络中的关键节点和中心环节,具有较强的供应链领导力,能够产生技术溢出效

应。 本文选取 2009—2023 年沪深 A 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并对原始数据进行以下处理:剔除

ST、*ST、PT 公司;剔除客户和供应商信息严重缺失样本;剔除财务数据异常或严重缺失样本。 为了避免异

常值影响,对所有的连续变量进行上下 1%的缩尾处理。 本文所使用的公司财务数据及供应链前五大供应

商和客户的相关信息,主要来自上海经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

　 　 (二)模型设定

为提高估计准确性,本文选用交错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核心企业绿色工厂认证对供应链上下游企业

绿色协同的影响,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lnSCAit = α + βTreatg × Postt + X′itγ + μ ig + λ t + ε it (1)

式(1)中,i 表示上下游企业,t 表示年份,g 表示上下游企业所对应的核心企业,lnSCAit 表示 t 年核心企

业 g 所对应的上下游企业 i 的环境绩效评分的自然对数值;Treatg 为处理变量,若核心企业 g 被认证为绿色

工厂,则赋值为 1,反之为 0;Postt 为政策冲击变量,如果核心企业 g 在 t 年被认证为绿色工厂企业,那么 Postt
在 t 年及以后年份则赋值为 1,反之为 0;交互项 Treatg×Postt 表示核心企业 g 是否在 t 年被认证为绿色工厂

企业;
 

β 衡量了核心企业绿色工厂认证对上下游企业环境绩效的平均处理效应,是本文重点关注的回归系

数。 X′it表示上下游企业层面控制变量向量,主要包括:资产负债率(Lev),使用企业总负债与总资产比值衡

量;资产收益率(Roa),以净利润与总资产比值衡量;第一大股权集中度( lnShrcr1),使用第一大股东持股数

量与总股数比值的对数表示;企业性质(Soe),当企业为国有性质时,Soe 取值为 1,否则取 0;董事会规模

(Board),用企业董事会人数衡量;行业竞争强度(HHI),使用赫芬达尔指数衡量;托宾 Q 值(TobinQ),以企

业市值与总资产比值衡量;企业账面市值比(Bmv),使用企业总资产与市值的比值表示。
此外,本文通过控制核心企业-上下游企业关系对的固定效应 μ ig, 使得模型只利用在同一段供应链关

系内部发生的变化来识别因果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排除了核心企业内生选择上下游企业导致的估计偏差,
从而可以较为纯净地识别出核心企业获得绿色工厂认证对其上下游企业环境绩效的因果效应; λ t 代表时间

固定效应; ε it 为随机扰动项。

　 　 (三)变量说明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上下游企业的环境绩效( lnSCA)。 参考王镝和章扬[34] 的做法,采用华证ESG 评分

中的环境治理评分衡量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的环境绩效,其值越高,说明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绿色协同程度越

高。 为缓解数据的非正态分布和极端值的影响,对该指标取自然对数。 该评分体系采用百分制的形式,与
单一的等级评定相比,能够更清晰地反映企业在环境治理方面的表现。 此外,考虑到 ESG 评级存在分歧,本
文还在稳健性检验中通过使用 CNRDS 的 ESG 评分中环境治理评分重新进行回归,以提高研究结论的稳

健性。
2. 核心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 (Treat × Post)。 本文参考戴魁早等[35]的做法,若供应链中的核心企业 g 在 t 年获得了

绿色工厂认证,那么核心解释变量Treat×Post 从 t 年起及之后均取值为 1,否则为 0。 具体步骤为:首先,本文

手动整理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的八批绿色工厂名单。 其次,由于公布的认证企业名称可能与真实的公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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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有出入,本文将绿色工厂名单中公司名称如“有限公司”“集团”“股份”等通用词语进行分词,减少匹配过

程中的干扰,使用软件 Python 的 FuzzyWuzzy 库①计算公布的企业名称与上市公司名称信息之间的文本相似

度②,并将其与 CNRDS 中供应链核心企业的相关信息进行匹配,从而识别出供应链核心企业中的绿色工厂

和非绿色工厂。 为进一步提高匹配的精确性,本文在此基础上进行人工反复核对,不仅包括对企业名称的

细致比对,还涉及对公司注册信息、行业分类以及地理位置等多方面的验证,以最大程度地减少误配和漏配

的情况。 最后,由于供应链核心企业(C)在当年(2015)可能会对应着多个上游供应商企业和下游客户企业

(S1、S2、S3),本文通过构建 C-S1-2015、C-S2-2015、C-S3-2015 的核心企业-上下游企业关系的观测值,从
而形成了核心企业-上下游企业-年度数据集。 上市公司所有核心企业中共有 188 个核心企业绿色工厂(处

理组),699 个核心企业非绿色工厂(控制组)。
3. 机制变量

核心企业供应链话语权(SSR):本文参考张鹏杨等
 [36] 的做法,从企业商业信用条款的制定能力侧面刻

画供应链话语权(SSR1),通过使用“(应付账款+预收款项+应付票据-应收账款-预付款项-应收票据) / 资产

总计”量化核心企业的供应链话语权。 进一步地,考虑到预收款项和预付款项分别代表商品卖方在未交付

货物前预先收到的款项,以及买方在未收到货物前预先支付的款项,这些代表了商业交易尚未完成时的信

用行为,能够更直观地反映商业信用的特征,从而更好地体现企业在供应链中的话语权。 本文将预收款项

与预付款项之差进行标准化处理(SSR2)③作为核心企业供应链话语权的另一个代理变量。

核心企业绿色技术溢出(Gspill)。 本文参考余泳泽和夏龙龙[37] 的做法,分别使用绿色发明专利申请和

授权被引用总数的对数(lnGspill1、lnGspill2)作为核心企业绿色技术溢出的代理变量。 绿色发明专利申请与

授权被引用次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绿色技术在行业内的应用程度与传播频率,技术影响力越强,对应的

绿色知识溢出效应越大,因此上述指标能够有效衡量核心企业的绿色技术溢出水平。

　 　 (四)描述性统计

表 1 展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结果显示,上下游企业环境绩效的均值为 60. 802
 

8,标准差为

7. 919
 

7,最小值与最大值分别为 44. 760
 

0 和 82. 080
 

0,这表明上下游企业的环境绩效整体分布较为均衡。
核心企业绿色工厂认证的均值为 0. 225

 

2,这表明在样本期内,大约有 22. 52%的核心企业获得了绿色工厂试

点的政策认证。 此外,其余变量的特征和分布均在合理范围之内,这与现有文献[4,23,25] 较为接近。 主要变量

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类型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SCA 16
 

112 60. 802
 

8 7. 919
 

7 44. 760
 

0 82. 080
 

0

解释变量 Treat×Post 16
 

112 0. 225
 

2 0. 417
 

7 0 1

501

①

②

③

在 FuzzyWuzzy 库中忽略顺序匹配(Token
 

Set
 

Ratio)函数通过将字符串拆分为单词集合,重新组合并排序这些单词,进而计算两个字符

串之间的单词交集和差集。 这种方法能够有效处理字符串中多余的或缺失的单词问题,从而有效解决由于企业名称差异所产生的匹配问题。
在此基础上,通过人工反复调试相似度阈值,确保匹配结果的准确度。 当相似度超过设定阈值时,匹配结果能够较为准确地完成企业名称的认

证匹配。
公布的认证企业名称可能与真实的公司名称存在差异,如官方认证名单中公布的苏州明志科技有限公司相较于公司真实名称苏州明

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就存在一定差异,在匹配时容易出现错配、漏配等现象,进而造成一定的系统性偏误。 因此,本文将公司名称中如“有限

公司”“集团”“股份”等通用词语进行分词,减少匹配过程中的干扰。
SSR2 构造如下:商业信用=预收款项-预付款项。 为了统一量纲,将商业信用进行标准化处理,处理方式为:SSR2 = (商业信用-商业信

用均值) / 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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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续)

变量类型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控制变量 Lev 16
 

112 0. 405
 

7 0. 204
 

3 0. 053
 

6 0. 951
 

9

Roa 16
 

112 0. 030
 

2 0. 069
 

0 -0. 273
 

2 0. 192
 

6

Shrcr1 16
 

112 30. 909
 

1 13. 902
 

4 6. 950
 

0 68. 220
 

0

Soe 16
 

112 0. 339
 

9 0. 473
 

7 0 1

Board 16
 

112 9. 219
 

2 2. 074
 

0 5. 000
 

0 16. 000
 

0

HHI 16
 

112 0. 159
 

4 0. 156
 

6 0. 025
 

7 0. 870
 

4

TobinQ 16
 

112 1. 663
 

7 0. 876
 

7 0. 797
 

9 4. 083
 

1

Bmv 16
 

112 0. 643
 

8 0. 276
 

6 0. 000
 

0 1. 190
 

2

机制变量 SSR1 16
 

112 -0. 038
 

2 0. 115
 

6 -0. 315
 

4 0. 282
 

6
SSR2 16

 

112 0. 037
 

6 0. 044
 

6 0. 000
 

4 0. 240
 

7
Gspill1 16

 

112 3. 524
 

3 16. 026
 

1 0. 000
 

0 368. 000
 

0
Gspill2 16

 

112 8. 550
 

0 41. 979
 

4 0. 000
 

0 1
 

173. 000
 

0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

表 2 报告了核心企业绿色工厂认证对供应链上

下游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 列(1)结果显示,在未控

制个体和时间固定效应的情况下,Treat×Post 的回归

系数在 1%水平下显著为正;列(2)结果显示,在分别

控制个体和时间固定效应的情况下,Treat×Post 的回

归系数仍在 1%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核心企业的绿

色工厂认证能够带动上游供应商与下游客户企业环

境绩效的协同提升,这意味着绿色工厂认证具有供

应链绿色协同效应。 进一步从经济意义来看,在本

文的样本期间,当核心企业获得绿色工厂认证后,供
应链上下游合作企业的环境绩效平均提升了

3. 04%①。 因此,本文的假设 1 得到初步验证。

　 　 (二)事前趋势检验

双重差分法的有效性基于在没有政策干预时,
处理组与控制组应呈现相似的发展趋势,并且这种

趋势随时间推移在事前没有出现系统性差异。 为

了验证这一前提条件,本文使用以下回归模型进行

事前趋势检验:

lnSCAit = α + ∑
2023

n = 2009
βnTreatg × Postt +

X′itγ + μ ig + λ t + ε it (2)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Treat×Post 0. 075
 

2∗∗∗ 0. 029
 

9∗∗∗

(0. 004
 

8) (0. 006
 

2)

Lev 0. 002
 

8 -0. 017
 

7∗

(0. 005
 

6) (0. 009
 

8)

Roa 0. 004
 

2 0. 031
 

4∗

(0. 015
 

3) (0. 017
 

8)

lnShrcr1 -0. 004
 

8∗∗ -0. 003
 

6

(0. 002
 

1) (0. 005
 

5)

Soe -0. 007
 

7∗∗∗ 0. 009
 

9

(0. 002
 

2) (0. 007
 

0)

Board -0. 001
 

1∗∗ -0. 001
 

0∗

(0. 000
 

5) (0. 000
 

5)

HHI -0. 056
 

7∗∗∗ -0. 020
 

6∗∗

(0. 006
 

1) (0. 008
 

6)

TobinQ 0. 001
 

7 0. 004
 

1∗

(0. 001
 

8) (0. 002
 

2)

Bmv 0. 105
 

1∗∗∗ 0. 030
 

7∗∗∗

(0. 005
 

8) (0. 008
 

1)

常数项 3. 733
 

5∗∗∗ 3. 878
 

7∗∗∗

(0. 021
 

3) (0. 060
 

5)

个体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6
 

112 16
 

112

R2 0. 128
 

1　 　 0. 586
 

2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在企

业层面聚类调整的标准误,后表同。

① 计算公式为:e0. 0 299 -1≈0. 03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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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绿色工厂认证事前趋势检验结果

　 　 注:事前系数联合检验 F= 0. 85,P= 0. 534
 

7。

　 　 在式(2)中,为了避免固定效应与基

期存在的完全共线性问题,本文在模型

中排除了试点政策实施前一期作为基准

期。 βn 表示相对于这一基准年份的

Treat×Post 的回归系数,用以反映政策实

施前后处理组与控制组之间的差异变

化,其他设定与式(1)保持一致。 从图 1
可以看出,在 95%置信区间下,绿色工厂

认证之前的所有回归系数均接近于 0,
且事前系数联合检验结果表明事前系数

并不显著,未拒绝事前趋势平行的假设。

　 　 (三)处理效应异质性检验

1. 负权重检验

绿色工厂认证过程中,由于企业特征、处理时长、组别、干预时点等不同,核心企业在不同时间点受到政

策干预后的处理效应存在较大差异。 因此,为了缓解由此可能引发的估计偏误,本文使用古德曼-培根

(Goodman-Bacon) [38]提出的分解方法,通过比较从“未处理”状态进入“处理”状态的企业组与始终未处理的

企业组之间的处理效应,以及从“处理”状态退出至“未处理”状态的企业组与始终处于处理状态的企业组之

间的处理效应,并将两类对比所得的处理效应进行加权平均,从而得到政策处理效应的无偏估计,相应的分

解结果如表 3 所示。 由分解结果可以看出,未受绿色工厂认证政策影响的样本占比 94. 3%,并且本文的平均

政策处理效应主要依赖于未受影响的样本群体,进一步验证了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表 3　 古德曼-培根分解结果

比较类型 平均处理效应估计量 权重

较早认证企业与较晚认证企业 0. 047 0. 046

较晚认证企业与较早认证企业 0. 040 0. 009

认证企业与非认证企业 0. 029 0. 943

　 　 2. 缓解处理效应异质性的识别检验

为进一步缓解交错双重差分模型所

存在的估计偏误问题,本文借鉴已有研

究[5] 关于处理效应异质性的解决思路,
通过分别计算组别-时期加权平均处理

效应、使用插补估计检验构造反事实结

果进行估计以及采用堆叠回归估计检验,用以缓解处理效应异质性所产生的潜在估计偏误①。 回归结果

显示,处理效应异质性所导致的估计偏误问题并未对本文的实证结论造成影响,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的稳

健性。

　 　 (四)内生性分析②

基准回归结果可能存在样本选择偏差、反向因果等内生性问题,例如政府部门对于企业绿色工厂认

证的硬性环保标准可能会导致一定的内生性问题,即政府关于绿色工厂认证所筛选的企业本身就在供应

链中具有较强的上下游影响力。 为了缓解这些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了以下一系列的检验

方法。

701

①
②

限于篇幅,省略具体回归结果,备索。
限于篇幅,仅报告工具变量法的具体回归结果。 其他内生性分析的具体结果省略,备索。



经济与管理研究(2026 年第 3 期) Research
 

on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o. 3, 2026)

1. 熵平衡匹配法

本文参考王茂斌等[4]的做法,进一步采用熵平衡匹配法对每个处理组与控制组的特征协变量进行均值、方差

和偏度的三阶矩调整,并进行加权回归,从而缓解每一个样本个体在可观测协变量上的系统性差异。 经检验,核心

解释变量 Treat×Post 的回归系数依然在 1%水平下显著为正,且回归系数大小和显著性与基准结果保持一致。 这

意味着在精确平衡了处理组与控制组的可观测特征后,核心企业绿色工厂认证对企业供应链绿色协同的促进作用

依然稳健,进一步缓解了因可观测变量不平衡所导致的内生性偏误。
2. 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

为控制处理组与控制组在政策发生前可能存在的系统性差异,本文进一步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

分(PSM-DID)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首先,基于基准回归中的控制变量,使用评定(Logit)模型估计每个核心

企业获得绿色工厂认证的倾向得分。 其次,采用 1 ∶ 1 最近邻匹配的方法,为每个处理组企业寻找特征最为

相似的控制组企业,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匹配后的样本①。 最后,基于匹配后的样本,再次进行双重差分估计。
经检验,核心解释变量 Treat×Post 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正,且与基准回归结果相近,这表明在控制了样本

选择偏差后,本文的研究结论依然稳健成立。
3. 工具变量法

绿色化程度更高的上下游企业可能具有更强的绿色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通过建立或维持合作关

系,有助于核心企业获得绿色工厂认证,从而导致反向因果问题。 此外,由于本文难以将所有影响上下游企

业绿色协同的因素纳入回归模型,可能存在随时间变化的企业层面的遗漏变量。 因此,本文基于自然地理

的角度考虑,参考戴魁早等[35]的做法,选取城市平均风速( IV)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的工具变量。 作为自然因

素特征,工具变量选取的外生性得到满足。 较高的平均风速有助于加速空气污染物的扩散和稀释,从而改

善当地的空气质量。 这种良好的环境质量不仅直接降低核心企业的污染治理成本,还为核心企业绿色工厂

认证创造有利的外部自然条件,相关性条件得到满足。 由表 4 可知②,在进一步考虑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后,核心企业绿色工厂认证对上下游企业的环境绩效仍然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

表 4　 工具变量法检验结果

变量 第一阶段回归 第二阶段回归

IV 0. 007
 

3∗∗∗

(0. 000
 

2)

Treat×Post 0. 042
 

8∗∗∗

(0. 006
 

6)

Kleibergen-Paap
 

rk
 

LM 570. 366

[0. 000
 

0]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1
 

301. 718

{16. 38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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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匹配后的平衡性检验表明,处理组与控制组在所有协变量上的标准偏差绝对值均大幅减小,且 t 检验结果不显著,说明匹配效果良好,
从而有效缓解了样本选择偏差问题。

第一阶段 F 统计量大于经验值 10,说明本文的内生变量与工具变量之间具有强相关性;Kleibergen-Paap
 

rk
 

LM 统计量为 570. 366,即拒

绝工具变量识别不足的原假设;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统计量大于 10%水平临界值 16. 38,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的问题。



Research
 

on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o. 3, 2026) 经济与管理研究(2026 年第 3 期)

表4(续)

变量 第一阶段回归 第二阶段回归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3
 

878 13
 

878

R2 0. 134
 

9　 　

　 　 注:[]内数值为统计量对应的 P 值,{}内数值为 Stock-Yogo 弱识别检验在 10%水平下的临界值。

　 　 (五)稳健性检验①

本文从多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包括预期效应检验、控制多维联合固定效应、安慰剂检验、排除同期其

他政策、替换被解释变量、剔除信用违规样本以及剔除政企关联企业等。 稳健性检验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

基本保持一致,这表明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

　 　 六、进一步研究

　 　 (一)机制检验

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供应链话语权、绿色技术溢出可能是核心企业绿色工厂认证影响上下游企业绿

色协同的渠道。 为更严谨地检验上述传导渠道,并克服三步法可能产生的估计偏误,本文设定如下模型进

行机制检验:
Medgt = α + βTreatg × Postt +X′gtγ + μ g + λ t + ε gt (3)

其中,Medgt 表示机制变量,包括供应链话语权(SSR)和绿色技术溢出(Gspill),其余设定均与式(1)保持

一致。
理论分析部分认为,核心企业绿色工厂认证能够通过增强供应链话语权与促进绿色技术溢出两种机

制,激励上下游企业绿色协同。 表 5 以供应链话语权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Treat×Post 的回归系数

均显著为正,表明核心企业绿色工厂认证增强了供应链话语权,赋予其更高的公信力和影响力,进而推动上

下游企业的绿色协同。 同理,以绿色技术溢出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Treat×Post 的回归系数也均显

著为正,这意味着核心企业绿色工厂认证能够通过知识溢出获取绿色技术和经验,有效降低研发成本以及

环境违规风险,从而带动上下游企业环境绩效的协同提升。 由此,本文的假设 2 和假设 3 均得到验证。

表 5　 机制检验回归结果

变量
供应链话语权 绿色技术溢出

SSR1 SSR2 lnGspill1 lnGspill2

Treat×Post 0. 014
 

0∗∗ 0. 005
 

4∗∗∗ 0. 157
 

0∗∗ 0. 162
 

9∗∗

(0. 006
 

1) (0. 001
 

9) (0. 068
 

8) (0. 07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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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限于篇幅,省略具体回归结果,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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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续)

变量
供应链话语权 绿色技术溢出

SSR1 SSR2 lnGspill1 lnGspill2

常数项 -0. 238
 

9∗∗∗ 0. 581
 

0∗∗∗ -7. 030
 

4∗∗∗ -6. 182
 

8∗∗∗

(0. 086
 

8) (0. 038
 

7) (0. 734
 

5) (0. 697
 

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8
 

652 8
 

652 8
 

652 8
 

652

R2 0. 695
 

6　 　 0. 586
 

7　 　 0. 851
 

9　 　 0. 842
 

4　 　

　 　 (二)异质性分析

1. 上下游企业行业性质

由于不同行业的污染程度不同,在核心企业绿色工厂认证的环保标准下,上下游企业的绿色协同及策

略选择有所差异。 重污染行业主要涵盖电力、冶炼等行业,其行业特点为初期投资巨大且转型成本较高,当

面对核心企业绿色工厂认证的严格环境规制时,相较于轻污染行业可能会产生异质性影响。 因此,基于上

下游企业的行业性质,本文将样本划分为重污染行业与轻污染行业进行异质性分析①。 由表 6 可以看出,核

心企业绿色工厂认证对上下游企业绿色协同的促进作用在重污染行业中更大,并且该组间系数差异通过了

邹检验。 重污染行业由于高能耗、高排放特性,面临更严格的环保监管和更高的社会关注度。 核心企业绿

色工厂认证作为一种强有力的外部激励,促使其上下游合作企业加速绿色协同,以符合环保标准并减少潜

在的违规风险。 相比之下,轻污染行业虽然也受到环境规制影响,但由于其污染程度相对较低,面临的外部

压力较小。 因此,核心企业绿色工厂认证对其上下游企业的绿色协同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弱。

2. 上下游企业高管环保背景

根据高层梯队理论,管理者的既有认知结构和价值观决定其对相关信息的解释力,即管理者的不同

背景特征会进一步影响企业的战略行为。 上下游企业中具有环保背景的高管更倾向于将自身的环保专

业知识和理念融入企业决策中,更加关注企业的绿色可持续发展绩效,并且在生产决策中更愿意认可并

积极响应核心企业提出的更高环境标准和要求。 因此,上下游企业高管的环保背景特征,在很大程度上

决定了其能否融入由核心企业引领的绿色产业体系之中,进而实现自身乃至整个供应链的绿色化转型。

本文参考王辉等[39] 的做法②,进行上下游企业高管环保背景的异质性分析。 由表 6 可以看出,核心企业

011

①

②

重污染行业的认证主要依据中国证监会 2012 年修订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原环境保护部 2008 年制定的《上市公司环保核查行

业分类管理名录》(环办函〔2008〕373 号)以及《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南》(环办函〔2010〕78 号),主要包括煤炭、采矿、纺织、制革、造纸、石
化、制药、化工、冶金、火电等 16 个重污染行业。

先从上市公司年报中获取高管名单,匹配新浪财经网站上的简历信息,使用正则表达式提取包含“环保” “新能源”等关键词的简历,
初步识别潜在环保背景高管。 然后人工通读这些简历,精确确认是否具有环保背景。 例如,“安全环境保障部专务经理”中的“环境”一词

在此为中性词汇,故不认证为环保背景高管;而“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工程师”则认证为环保背景高管。 研发背景高管识别同样采用此

方法,如果简历中包含“研发” “研究” “创新”等关键词且经人工复核无误后,则认证该高管具有研发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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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工厂认证对上下游企业绿色协同的促进作用在高管具有环保背景的上下游企业中更大。 采用邹检

验进行组间系数差异检验的结果表明,核心企业绿色工厂认证对上下游企业绿色协同的影响在不同环保

背景企业中存在明显差异。

3. 上下游企业供应链依赖度

核心企业在供应链关系中的不同地位,对上下游企业绿色协同的影响存在较大的差异性。 在供应

链关系中占据优势地位的上下游企业可能不会积极配合处于劣势地位的核心企业的绿色化环保需求,

进而影响自身的环境治理绩效。 因此,本文采用核心企业前 5 大供应商和客户的供应、采购份额占总

供销份额的比例衡量上下游企业对核心企业的供应链依赖度,并根据行业-年份中位数将其划分为高

依赖型企业和低依赖型企业。 由表 6 可以看出,核心企业绿色工厂认证对上下游企业绿色协同的促进

作用在高依赖型企业中更大。 采用邹检验进行组间系数差异检验的结果表明,核心企业绿色工厂认证

对上下游企业绿色协同的影响在不同供应链依赖度企业中存在明显差异。

表 6　 异质性分析回归结果

变量
上下游企业行业性质 上下游企业高管环保背景 上下游企业供应链依赖度

重污染 轻污染 有环保背景 无环保背景 高依赖 低依赖

Treat×Post 0. 047
 

4∗∗∗ 0. 023
 

9∗∗∗ 0. 042
 

6∗∗∗ 0. 028
 

5∗∗∗ 0. 044
 

1∗∗∗ 0. 028
 

0∗∗∗

(0. 010
 

5) (0. 007
 

6) (0. 013
 

3) (0. 007
 

1) (0. 009
 

5) (0. 008
 

5)

常数项 4. 069
 

2∗∗∗ 3. 836
 

8∗∗∗ 3. 987
 

8∗∗∗ 3. 816
 

8∗∗∗ 3. 997
 

4∗∗∗ 3. 766
 

5∗∗∗

(0. 092
 

2) (0. 080
 

6) (0. 091
 

7) (0. 081
 

9) (0. 085
 

1) (0. 104
 

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4
 

504 11
 

608 4
 

334 11
 

778 8
 

332 7
 

362

R2 0. 573
 

6　 　 0. 598
 

6　 　 0. 669
 

2　 　 0. 606
 

2　 　 0. 645
 

5　 　 0. 605
 

5　 　

组间系数差异 9. 66∗∗∗ 5. 11∗∗∗ 10. 56∗∗∗

　 　 七、结论与建议

发挥供应链多元主体间的绿色协同效应是实现“双碳”目标的有效手段,供应链绿色协同治理对有效

调动上下游企业环保积极性、深化国家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具有借鉴意义。 本文选取 2009—2023 年沪深

A 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绿色工厂认证对供应链绿色协同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核

心企业绿色工厂认证能够促进上下游企业的绿色协同。 这主要源于绿色工厂认证通过增强核心企业的

供应链话语权、促进绿色技术溢出从而推动上下游企业的绿色协同。 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核心企业绿

色工厂认证对高管具有环保背景、重污染行业、供应链依赖度强的上下游企业促进作用更明显。 对于以

上问题的探究,有助于中国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于此,本文提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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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政策建议:

第一,适当有序地扩大绿色工厂认证的覆盖范围,强化绿色工厂认证在促进供应链绿色协同中的引领

作用。 一方面,要在已有认证企业的基础上适当有序地持续扩大绿色工厂认证的覆盖范围,进而以点带面

夯实供应链绿色协同稳中向好的基础。 同时,应加强政策引导和激励机制,鼓励更多企业参与绿色工厂认

证与建设,通过示范效应和政策支持,激发企业绿色转型升级的内生动力,促进整个供应链向可持续方向发

展。 另一方面,绿色工厂企业在致力于自身绿色发展的同时,应着重发挥在供应链绿色协同中的引领作用,
成为行业内的标杆与示范。 通过积极引导供应链中“不敢转、不想转、不会转”的企业实现绿色转型升级,推
动整个供应链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不断完善环境信息披露机制,使其更加规范和细化,从而有效破除利益相关者与企业之间的信息

壁垒。 一方面,要不断完善绿色工厂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激励通过绿色工厂认证的企业更加主动、灵活地

分享其先进的环保实践和成功经验,多维度提升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正确引导绿色工厂企业发布高质量的

环境信息披露报告。 另一方面,应强化对绿色工厂认证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审核与监管。 采用随机抽查与

定期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对认证企业进行常态化跟踪与评估,确保其切实履行绿色发展的各项承诺,推动企

业在绿色转型中持续进步,进一步规范提高认证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质量。
第三,针对不同行业特点采取差异化的政策配套支持,避免资源错配可能会对政策效果产生不利影响。

如果忽略行业特征差异或简单地将其视为一致,极易通过环境治理绩效信号导致更多资源配置流向绿色转

型成本相对较低的清洁行业,这种资源错配可能会降低绿色工厂认证对供应链绿色协同的总体效果。 因

此,政府需要根据不同行业的特点,精准识别其绿色治理的技术难度。 对于绿色治理难度较高的重污染行

业,在提供常规扶持政策的基础上,应持续加大绿色共性技术的支持力度,并增加专项资金投入,以助力这

些行业的绿色转型。 例如,可以为重污染行业设立专项绿色转型基金,设置企业购买绿色设备的专项补贴

和税收减免等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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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everaging
 

the
 

green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effect
 

of
 

supply
 

chain
 

enterprises
 

is
 

an
 

essential
 

requirement
 

for
 

achieving
 

the
 

“dual
 

carbon”
 

goals
 

on
 

schedule
 

and
 

efficiently.
 

Green
 

Factory
 

(GF)
 

certification,
 

as
 

a
 

voluntary
 

environmental
 

regulatory
 

measure,
 

is
 

a
 

core
 

component
 

of
 

the
 

green
 

manufacturing
 

system,
 

providing
 

differentiated
 

policy
 

support
 

to
 

incentivize
 

firms’
 

green
 

transforma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e
 

firms
 

obtaining
 

GF
 

certification
 

and
 

green
 

collaboration
 

within
 

the
 

supply
 

chain,
 

offering
 

implications
 

and
 

references
 

for
 

optimizing
 

th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efficiency
 

of
 

the
 

supply
 

chain
 

as
 

a
 

whole
 

and
 

driv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ntire
 

supply
 

chain
 

system
 

towards
 

green
 

sustainability.
This

 

paper
 

takes
 

A-share
 

listed
 

firms
 

in
 

China
 

from
 

2009
 

to
 

2023
 

as
 

its
 

research
 

sample.
 

By
 

manually
 

collecting
 

and
 

matching
 

the
 

information
 

on
 

5,095
 

certified
 

GF
 

firms,
 

it
 

constructs
 

an
 

exogenous
 

shock.
 

Furthermore,
 

using
 

a
 

multi-
period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odel,
 

it
 

empirically
 

tes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e
 

firms’
 

GF
 

certification
 

and
 

green
 

collaboration
 

among
 

their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partners,
 

as
 

well
 

as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core
 

firms’
 

GF
 

certification
 

can
 

promote
 

such
 

green
 

collaboration,
 

and
 

this
 

conclusion
 

still
 

holds
 

true
 

after
 

a
 

series
 

of
 

endogeneity
 

and
 

robustness
 

tests.
 

Mechanism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is
 

promoting
 

effect
 

mainly
 

operates
 

by
 

enhancing
 

core
 

firms’
 

supply
 

chain
 

discourse
 

power
 

and
 

facilitating
 

green
 

technology
 

spillovers.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this
 

promoting
 

effect
 

is
 

more
 

pronounced
 

among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firms
 

whose
 

executives
 

have
 

environmental
 

backgrounds,
 

those
 

operating
 

in
 

heavy
 

polluting
 

industries,
 

and
 

those
 

exhibiting
 

strong
 

supply
 

chain
 

dependence.
This

 

paper
 

extends
 

research
 

on
 

GF
 

certification
 

policies
 

to
 

the
 

supply
 

chain
 

level,
 

further
 

revealing
 

the
 

systematic
 

environmental
 

benefits
 

of
 

government-led
 

certification
 

syste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reen
 

collaboration
 

within
 

enterprise
 

supply
 

chains.
 

The
 

findings
 

offer
 

the
 

following
 

policy
 

implications.
 

First,
 

it
 

is
 

crucial
 

to
 

expand
 

the
 

GF
 

certification
 

coverage
 

in
 

an
 

orderly
 

and
 

appropriate
 

manner
 

and
 

strengthen
 

the
 

leading
 

role
 

of
 

GF
 

certification
 

in
 

promoting
 

green
 

collaboration
 

within
 

the
 

supply
 

chain.
 

Second,
 

efforts
 

should
 

focus
 

on
 

continuously
 

improving
 

the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mechanism
 

to
 

make
 

it
 

more
 

standardized
 

and
 

refined,
 

thereby
 

effectively
 

breaking
 

down
 

information
 

barriers
 

between
 

stakeholders
 

and
 

firms.
 

Finally,
 

as
 

green
 

governance
 

costs
 

differ
 

across
 

industries,
 

tailored
 

policy
 

support
 

should
 

be
 

provided
 

based
 

on
 

industry-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to
 

avoid
 

resource
 

mismatches
 

that
 

may
 

undermine
 

policy
 

effectiveness.
This

 

paper
 

theoretically
 

explores
 

the
 

collaborative
 

upgrading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from
 

the
 

“ point”
 

level
 

to
 

the
 

“line”
 

level,
 

providing
 

an
 

essential
 

policy
 

lever
 

for
 

advancing
 

the
 

“dual
 

carbon”
 

goal
 

in
 

a
 

timely
 

and
 

efficient
 

ma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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